
中国产业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贺灿飞　 周　 沂　 张　 腾

摘 要　 产业转移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地理格局， 同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

扩散和转移。 作者基于污染转移量的估计方法探讨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 利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全国两位数工业的二氧化硫 （ＳＯ２） 排放数据和各省份两位数

工业数据， 估算伴随产业转移的污染产生量及其空间差异和产业差异。 研究发

现：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 中国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特征明显， 产业主要从最发达

地区向周边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 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导致污染排放在不同地

区之间重新分配。 同时， 污染产生量的空间转移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 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间， 转出污染产生量最多的是上海、 浙江、 山东和山西等省市， 而

污染产生量转入最多的省份是山东、 江苏、 江西和河南。 此外， 污染产生量的转

移具有明显的产业差异， 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轻工业的污染产生量主要向内陆地区

转移，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则主要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 今后中国内陆地

区在吸纳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 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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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 出于区域平衡和国防需要， 中国在内陆省区布置了大量工业。 改革开

放以来， 中国的工业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 在沿海地区高度集聚； 另一方

面， 不断向内陆地区转移 （Ｆ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３； Ｗｅｎ， ２００４）。 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的投

资重点迅速转向沿海地区， 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 使国家工业经济版图重心转向

南方沿海地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 使得长江三角洲

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时成为中国工业中心。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后， 沿海地区新一轮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 （贺灿飞、
谢秀珍， ２００６）。 然而， 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聚引致了诸多问题， 包括环境污

染、 电力短缺、 土地供应不足、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蔺雪芹、 方创琳， ２００８； 邱风、 朱

勋， ２００７； 王家庭等， ２０１２）。 同时， 全球金融危机迫使沿海地区重新思考发展模式。 近

年来， 中国经济空间增长模式呈现出一些新动向， 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特

征明显， 广东提出了 “腾笼换鸟” 的模式， 安徽、 湖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规划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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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以吸引来自沿海地区的产业 （王缉慈， ２０１０）。
目前， 部分企业已经从广东、 上海、 浙江等沿海省市向江西、 湖南、 安徽、 河南、 四

川、 重庆等中西部省市转移 （Ｈ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范剑勇， ２００４；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陈

建军， ２００２）。 这种产业转移虽然有利于转入地的经济发展、 就业扩张和税收增加等， 但

也可能将工业污染扩散到生态脆弱的内陆地区， 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从而降低产业转移

的经济贡献， 因此， 研究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尤为重要。 本文从中国产业转移出发， 估算

产业转移过程中污染的转入和转出量， 探讨由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产生量的空间分布问

题。 以产业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研究环境问题， 不仅可以丰富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 同时

也可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吸纳产业转移政策和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 文献综述

本文定义的产业转移为各地区产业的实际增长与不发生产业转移的增长间的差距。 已

有不同理论从多种视角解释了产业转移的模式、 时机和行业差别。 “雁阵模式” 指发达国

家和地区将产业以 “雁阵” 的次序依次传递给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 针对中国工业转移

的分析表明： 部分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从广东、 上海、 浙江等沿海省市向江西、 湖南、 安

徽、 河南、 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转移 （Ｈ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范剑勇， ２００４；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陈建军， ２００２）， 产业转移的规模和行业类型正在不断扩大。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的

研究发现，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广东、 福建等省市工业份额存在下

降趋势， 安徽、 江西、 湖南、 河南、 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趋于增加。 同时， 工业

在城市群内部大规模转移， 上海和江苏的工业向浙江转移， 浙江企业首先选择在省内城市

重新布局 （范剑勇， ２００４； 陈建军， ２００２）。 广东省政府大力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向

粤北粤西地区转移 （王缉慈， ２０１０）。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通过对比 １９９３ 年 ～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中国地区间产业转移特征， 发现大多数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密集

型产业率先发生转移。 其中， 资源密集型产业大多直接迁往西部地区。 范剑勇 （２００４）
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被挤出上海， 浙江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转入

地。 Ｈ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０） 对后 ＷＴＯ 时代中国工业空间的分析表明，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

业由于集聚不经济， 率先向中部地区转移。
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 劣势产业应优先转移， 其顺序将按照资源和劳动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 （Ｋｏｊｉｍａ， １９７８）。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 各国主导

产业经历了 “纺织工业 －钢铁工业 －汽车工业 －电子工业 － 生物工程工业” 的演变历程。
按要素密集程度划分， 产业结构则历经了 “资源密集型产业 － 劳动密集型产业 － 资本密

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 －知识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历程 （陈计旺， １９９９）。 产品生命

周期理论认为， 当产品处于成熟阶段时， 可以将生产转移到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

区。 在产品生产初期， 新产品需要大量知识、 技术的投入， 而发达地区具有知识和技术的

比较优势。 随着产品生产技术的成熟， 产品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生产的竞争， 成熟产品的生

产主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当生产技术比较成熟时， 通过标准化的技术即可完

成生产， 对资本的要求也开始下降， 生产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较

好地刻画了生产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再向偏远地区迁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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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一些研究开始涉及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效应。 一部分学者认为， 产业转

移将带来区域产业规模、 技术的变化。 例如， 陈刚、 陈红儿 （２００１） 研究发现产业转移

对转入地的影响包括要素注入、 技术溢出、 关联带动、 优势升级、 结构优化、 竞争引致和

观念更新等效应。 而要素的注入、 技术的溢出将有助于转入地经济的增长。 也有学者指

出， 产业转移将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王先庆 （１９９８） 认为产业转移不仅会改变转出地的产

业结构， 同时也会改变转入地的产业结构。 然而， 产业转移也可能对转入地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一些污染企业的迁入将会破坏转入地的环境， 危害区域长远发展

（魏后凯等， ２０１０）。 现有研究发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现象， 部分研究证实了污染避难

所假设 （Ｃｏｌｅ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ｏｔｔ， ２００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８； 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ｏｌｓｔａｄ， ２００２）， 而另

一些研究则否认了污染避难所假设 （Ｔｏｂｅｙ， １９９０； Ｖａｎ Ｂ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 １９９７）。
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规模效应指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总产出的增加从而引起的污染排放

的增长； 结构效应指产业转移带来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污染的排放， 在总产出相

同的情况下， 污染产业比重较大的区域污染排放总量也会较多； 技术效应指产业转移将可

能带来区域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的改变， 从而导致污染排放的变化， 生产相同产出所排放

的污染物将存在较大的差距。 针对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 大量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７） 将 １９７０ 年 ～２００２ 年美国四种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规模效

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发现三种效应共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 ６０％， 而规模效应

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了 ８７％，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导致排放量减少了 ５７％和 ９０％。
近年来， 中国学者也试图通过分解方法研究中国工业地理变化的环境效应。 如张少华

和陈浪南 （２００９） 基于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０５ 年中国 ３３ 个工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工业污染

变化是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以及要素禀赋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成艾华 （２０１１）
对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０８ 年中国工业 ＳＯ２ 减排的动态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工业污染减

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技术效应， 而结构效应不太明显。 尹向飞 （２０１１） 将环境变量引入

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 １９８５ 年 ～ ２００８ 年中国第二产业进行分析， 发现促使污染密

度降低的因素分别为技术效应、 资本深化、 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 唐德才 （２００９） 从工

业化、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出发， 建立行业和区域的面板数据模型， 发现了结构效

应的重要影响。
由于中国各区域产业基础和结构的差异， 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具有显著差别。

目前， 关于中国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效应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在排除区域产业自身增长的

基础上， 研究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 并细分不同工业的转入与转出， 研究工业转移过

程中带来的污染转入与转出。 研究结果将有利于认识转型期中国产业转移的规律特征， 也

更有助于合理地制定符合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政策。

二、 产业转移引发的污染产生量测算方法

由于区域产业自身的增长会引发一系列的污染产生量变化， 因此， 在计算产业转移造

成的污染产生量时， 应排除区域产业自身增长部分所产生的污染。 在要素投入给定的情况

下， 企业的产出增长与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有关， 因此， 可假设同产业内的企业技术效率与

６３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



全国平均水平相同。 由于污染产生强度与技术水平相关， 可假设各省市污染产生强度与全

国该产业污染产生强度相等。 设基期为 ｔ － １ 期， 地区 ｉ 产业 ｊ 在 ｔ － １ 期产出为 Υｔ － １，ｉｊ， 在 ｔ

期产出为 Υｔ，ｉｊ。 各地区产业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等， 即 Υ （０） ｔ，ｉｊ ＝ Υ
·

ｔ，ｊ （此处的标记 ０
表示未发生转移的假想情况， 上标 “·” 表示增长率）， 产出量为 Υ （０） ｔ，ｉｊ ＝ Υｔ －１，ｉｊ· （１ ＋

Υ
·

ｔ，ｊ）。 故不发生产业转移时地区 ｉ 在 ｔ 期的产业总产值为：

Υ（０） ｔ，ｉ ＝ 􀰑 ｊΥ（０） ｔ，ｉｊ （１）

产业 ｊ 在 ｔ 期的污染产生强度为污染产生总量与总产值之比：

τｔ，ｊ ＝ Ｐｔ，ｊ ／ Υｔ，ｊ （２）

Ｐ ｔ，ｊ表示产业 ｊ 在第 ｔ 期的污染产生量， 由于污染产生强度与技术水平相关， 此处假设

各省份污染产生强度与全国该产业污染产生强度相等。 因此， 地区 ｉ 产业 ｊ 在 ｔ － １ 期的污

染排放为 τｔ － １，ｊ·Υｔ － １，ｉｊ， ｔ 期 （不发生产业转移的相对情况） 的污染排放为 τｔ，ｊ·Υ （０） ｔ，ｉｊ。
故在不发生产业转移时， 地区 ｉ 污染量的总变化为：

ΔＰ（０） ｔ，ｉ ＝ 􀰑 ｊτｔ，ｊ·Υ（０） ｔ，ｉｊ － 􀰑 ｊ（τｔ－１，ｊ·Υｔ－１，ｉｊ） （３）

将上式按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公式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粗略分解：

ΔＰ（０） ｔ，ｉ ≈ （Υ（０） ｔ，ｉ － Υｔ－１，ｉ）∑ ｊ
τｔ，ｊ·

Υ（０） ｔ，ｉｊ

Υ（０） ｔ，ｉ
＋ Υ（０） ｔ，ｉ·∑ ｊ

τｔ，ｊ·
Υ（０） ｔ，ｉｊ

Υ（０） ｔ，ｉ
－
Υｔ－１，ｉｊ

Υｔ－１，ｉ
( )

＋ Υ（０） ｔ，ｉ∑ ｊ
（τｔ，ｊ － τｔ－１，ｊ）·

Υ（０） ｔ，ｉｊ

Υ（０） ｔ，ｉ

　 　 　 　 　 　 　 ＝ ΔＰ（０） ｌ ＋ ΔＰ（０） ｓ ＋ ΔＰ（０） ｔ （４）

上式的分解即得到产业增长引发的环境效应的规模、 结构和技术因素。 其与 ΔＰ
（０） ｔ，ｉ的比值即表示各因素的作用强度， 即 ΔＰ （０） ｌ ／ ΔＰ （０）、 ΔＰ （０） ｓ ／ ΔＰ （０）、 ΔＰ
（０） ｔ ／ ΔＰ （０） 分别代表产业增长引发的环境效应的规模、 结构和技术分量系数。

在不计外资流入的情况下， 产业转移表现为各地区各产业实际产出与不发生产业转移

时的理论产出的差。 以 υｔ，ｉｊ表示从 ｔ － １ 到 ｔ 期， 地区 ｉ 产业 ｊ 的产业转移量， 则有：

υｔ，ｉｊ ＝ Υｔ，ｉｊ － Υ（０） ｔ，ｉｊ ＝ Υｔ，ｉｊ － Υｔ－１，ｉｊ － Υｔ－１，ｉｊΥ
·

ｔ，ｊ （５）

当 υ ＜ ０ 时， 地区 ｉ 转出产业 ｊ； υ ＞ ０ 表示地区 ｉ 转入产业 ｊ。
地区 ｉ 第 ｔ 期的产业转入量为： Ｉｔ，ｉ ＝􀰑ｊυｉｊ （υｉｊ ＞ ０） （６）

地区 ｉ 第 ｔ 期的产业转出量为： Ｅ ｔ，ｉ ＝􀰑ｊ ｜ υｉｊ ｜ （υｉｊ ＜ ０） （７）

则产业转移量 υｔ，ｉｊ为：

υｔ，ｉｊ ＝ Υｔ，ｉｊ － Υ（０） ｔ，ｉｊ ＝ ∑ ｉ
Υｔ，ｉｊ

（Υｔ，ｉｊ － Υ（０） ｔ，ｉｊ）
􀰑ｉΥｔ，ｉｊ

＝ ∑ ｉ
Υｔ，ｉｊ

Υｔ，ｉｊ

􀰑ｉΥｔ，ｉｊ
－
Υｔ－１，ｉｊ·（１ ＋ Υ

·

ｔ，ｊ）
􀰑ｉΥｔ，ｉｊ

( )

＝ ∑ ｉ
Υｔ，ｉｊ·

Υｔ，ｉｊ

􀰑ｉΥｔ，ｉｊ
－

Υｔ－１，ｉｊ·（１ ＋ Υ
·

ｔ，ｊ）

（􀰑ｉΥｔ－１，ｉｊ）·（１ ＋ Υ
·

ｔ，ｊ）
æ

è
ç

ö

ø
÷ ＝ ∑ ｉ

Υｔ，ｉｊ·
Υｔ，ｉｊ

􀰑ｉΥｔ，ｉｊ
－

Υｔ－１，ｉｊ

􀰑ｉΥｔ－１，ｉｊ
( ) （８）

净转移量为： υｔ，ｉ ＝􀰑ｊυｉ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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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ｉ 地区 ｊ 产业转移量实际上等于转移前后 ｉ 地区 ｊ 产业占全国 ｊ 产业份额差值与

转移后 ｊ 产业总产值的乘积。 同时， 此处每一年产业转移后的地方产业结构将是下一年产

业转移前的基准条件， 该方法的计算结果与相对份额法的产业转移度量结果具有一致性，
故 ｔ 期地区 ｉ 产业 ｊ 的污染转移量为：

ρｔ，ｉｊ ＝ υｔ，ｉｊ·τｔ，ｊ （１０）

其中， τｔ，ｊ是产业 ｊ 在 ｔ 期的污染产生强度， υｔ，ｉｊ是产业转移的数量 （产出量）， 则 ｔ 期
地区 ｉ 随产业转移的污染量为：

ΔＰ（ ｉｎｄｆｉｘ） ｔ，ｉ ＝ 􀰑 ｊρｔ，ｉｊ （１１）

由于产业转移以转入、 转出分别衡量， 故转入污染总量为：

ΔＰ（ ｉｎｄｆｉｘ，ｉｍ） ｔ，ｉ ＝ 􀰑 ｊυｔ，ｉｊ·τｔ，ｊ，（υｉｊ ＞ ０） ＝ Ｉｔ，ｉ 􀰑 ｊ
υｔ，ｉｊ

Ｉｔ，ｉ
·τｔ，ｊ( ) ＝ Ｉｔ，ｉ·ＡＩｔ，ｉ，（υｉｊ ＞ ０） （１２）

转出污染总量为：

ΔＰ（ ｉｎｄｆｉｘ，ｅｍ） ｔ，ｉ ＝ 􀰑 ｊ ｜ υｔ，ｉｊ ｜·τｔ，ｊ，（υｔ，ｉｊ ＜ ０） ＝ Ｅｔ，ｉ 􀰑 ｊ
υｔ，ｉｊ

Ｅｔ，ｉ
·τｔ，ｊ( ) ＝ Ｅｔ，ｉ·ＡＥｔ，ｉ，（υｉｊ ＜ ０） （１３）

其中， Ｉｔ，ｉ和 Ｅ ｔ，ｉ分别代表转入、 转出的经济规模， 而 ＡＩｔ，ｉ和 ＡＥ ｔ，ｉ分别是转入、 转出的

污染系数。 因此， 地区 ｉ 污染产生量的转移总量为􀰑ｔΔＰ （ ｉｎｄｆｉｘ） ｔ，ｉ ＝ 􀰑ｔ􀰑ｊρｔ，ｉｊ。 其中， 转

入总量为􀰑ｔΔＰ （ ｉｎｄｆｉｘ， ｉｍ） ｔ，ｉ， 转出总量为􀰑ｔΔＰ （ ｉｎｄｆｉｘ， ｅｍ） ｔ，ｉ。
产业转移后， 地区 ｉ 污染产生量的变化为：

ΔＰ（ ｔｒａｎ） ｔ，ｉ ＝ Ｐｔ，ｉ － Ｐｔ－１，ｉ － ΔＰ（０） ｔ，ｉ （１４）

公式 （１４） 表示地区 ｉ 排除产业增长引起的污染量后实际污染产生量的变化， ΔＰ
（０） 表示区域产业自身增长所引发的环境效应。 理论上， 应有 ΔＰ （ ｉｎｄｅｆｉｘ） ｔ，ｉ ＝ ΔＰ
（ ｔｒａｎ） ｔ，ｉ， 即地区 ｉ 产业转移引起的污染产生量等于排除产业增长引起的污染产生量后实

际污染产生量的变化。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此数据库涵盖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统计指标包括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企业的行业分类、 所属地域等。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逐年上升， 因此， 本文所有研究均不考虑 ＦＤＩ 影响。 由于

行业分类标准的变化， 为保证行业统计的一致性，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时间段， 采用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２００２ 的行业分类。 另外， 基于全国分行业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 将所有的数

据调整至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格水平。 本文的污染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仅气体污染物包含去除量的统计，① 以此可计算污染物产

生量， 本文采用气体污染物的产生量衡量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 气体污染物主要包括 Ｓ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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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烟尘， 其中烟尘作为黑炭的主要组成部分， 除了危害健康以外还是短期气候变化的原因

之一 （ＵＮＥＰ， ２０１１）， 其环境效应复杂。 另外， 电力行业烟尘的排放量较大， 为了避免

分析烟尘转移时其所占的权重过大 （Ｓｈａｗ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本文选择典

型的区域污染物 ＳＯ２ 产生量衡量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 其影响尺度也接近省区尺度。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包括污染物产生和污染物治理两个过程。 企业将生产要素加工生产

后， 在得到最终产出 Ｙ 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产品污染物 Ｐ， Ｐ 即为污染物产生量。 污染物产

生量 Ｐ 经过治理过程去除污染物量 Ｐｒ 后得到排入环境的量， 即污染物排放量 Ｐｅ。 因此，
Ｐ ＝ Ｐｒ ＋ Ｐｅ， 即污染物产生量为污染物去除量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总和。 在以下分析中， 本

文将以污染物产生量 Ｐ 而非排放量 Ｐｅ 衡量产业转移的环境。

四、 中国产业格局变化与污染转移

（一） 中国产业转移现状

为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各省份①在研究期间产业的总体转移趋势， 本文计算出各省份研

究期间总的产业转移数量 Σ ｔＩｔ，ｉ （转入） 和 Σ ｔＥ ｔ，ｉ （转出）。 由图 １ 可见，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

间， 产业主要转出地是上海、 广东、 浙江、 北京、 山东和江苏， 而主要转入地为山东、 江

苏、 辽宁、 河南和四川。 从全国来看， 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 上海、 广东和浙江等省市的

产业转出成为其产业调整的主要趋势， 产业转出数量远远大于转入数量。 而内陆地区的内

蒙古、 河南、 四川、 安徽、 江西、 湖南等省区， 产业转入数量远远大于转出数量。 沿海地

区的江苏、 辽宁、 山东、 福建等省份， 产业转出和转入量都比较大， 说明这些地区正在经

历着较为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 山西和黑龙江两省较为特殊， 均出现了产业转出态势， 这

可能与其采掘业在全国份额的下降有关系。

图 １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各省份产业转入和转出量

根据产业转移理论， 产业从经济中心向外围和边缘地区依次转移。 首先发生转移的产

业应当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之后是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依次发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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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下文具体对产业转入和转出进行细分，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文重点分析转移份额较大

的几个省份。 由表 １ 可知， 上海转出产业主要为生产工艺较为成熟， 且占全国工业份额较

高的工业， 如交通运输、 冶金、 电气、 设备制造等， 其中不乏污染严重的黑色冶金、 化

工、 石化、 食品、 纺织等工业； 转入产业总量和类型均较少， 以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为主， 而这类工业也主要用以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电力需求为主。 江苏转入和转出的产业

均较多， 除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 转入的产业大多为重工业， 如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污染强度很

高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也有大量转入； 除了通用设备

制造业外， 转出产业以轻工业为主， 如纺织业、 塑料制品业和皮革、 皮毛、 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等， 这部分产业污染较为严重。 江西和四川的转入产业远多于转出产业， 转入

产业以设备制造、 冶金等重工业为主； 所不同的是， 四川省转入份额中轻工业占比较高。

表 １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中国部分省市产业转移情况

省 ／ 市 转入 转出

上海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 １３７８％ ），烟草制品业

（０􀆰 ０３７７％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３􀆰 ５０５２％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２􀆰 ９１２２％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１􀆰 ５６０８％ ）， 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

（ － １􀆰 ２８４９％ ），金属制品业（ － １􀆰 ００９７％ ），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０􀆰 ９４３３％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０􀆰 ８６０７％ ），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０􀆰 ７５５２％ ），纺织业

（ － ０􀆰 ７３２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０􀆰 ６６４４％ ），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 ０􀆰 ５３２％ ）

江苏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５􀆰 １２２８％），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２􀆰 ３８２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 ８３７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１􀆰 ３９５６％），仪
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０􀆰 ９３４２％），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０􀆰 ８６８％），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 ５８２％），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０􀆰 ４２８３％ ）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 ２２８４％），纺织业（ －０􀆰 ７４７１％），
塑料制品业（ －０􀆰 ４８５１％），金属制品业（ －０􀆰 ４４６２％），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 ４４３７％），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 －０􀆰 ４２７２％），食品制造业（ －０􀆰 ３５５５％），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０􀆰 ３３４％ ），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 － ０􀆰 ２３６１％ ）

江西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０􀆰 ９６１３％），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０􀆰 ６５３９％），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０􀆰 ４６０９％），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０􀆰 ４０９４％），纺织业（０􀆰 ２９４６％），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０􀆰 ２７６６％），纺织服装、
鞋、帽制造业（０􀆰 ２６２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０􀆰 ２４３１％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０􀆰 ２０１０％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０􀆰 １０９９％ ）

四川

通用 设 备 制 造 业 （ ０􀆰 ６８７１％ ），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０􀆰 ５７２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０􀆰 ４２４６％ ），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０􀆰 ３９４３％ ），金属制品业（０􀆰 ３９１５％ ），塑料制

品业（０􀆰 ２９２９％ ），纺织业（０􀆰 ２９２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２８１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 ２６５３％ ）， 皮 革、 毛 皮、 羽 毛 （ 绒 ） 及 其 制 品 业

（０􀆰 ２６２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０􀆰 ２５５３％ ），饮料制

造业 （ ０􀆰 ２３１３％ ）， 化 学 原 料 及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０􀆰 ２２５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０􀆰 ２１５５％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０􀆰 ４０３８％ ），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０􀆰 ２０７％ ）

　 　 注： 括号中数字为转移量占全国总转移量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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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增长引起的污染变化

由于产业增长率和排放强度具有行业差异， 加上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 研究分行业产

业增长造成的环境效应， 将更有利于理解产业转移引起的污染产生量的空间分异。 图 ２ 和

图 ３ 分别为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主要工业行业 ＳＯ２ 产生总量和产生强度。 总体而

言， 各行业在研究期间的污染产生强度均出现了下降。 按污染产生强度计算， 污染强度最

大的行业包括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有色金属矿采选、 非

金属矿物制品、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等。 由于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产值过大， 图 ２ 和图 ３ 未包含该行业。 ２００３ 年，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产生 ＳＯ２ 达 ９６９ 万吨， 占当年全国 ＳＯ２ 总产生量的 ６０％ 。 除此

以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造纸及纸制品业、 有色金属采选和纺织也是 ＳＯ２ 产生量较大的行

业。 这七个行业与电力行业污染产生总量占全国的 ９５％以上。

图 ２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主要污染行业的污染产生量 （ＳＯ２）
　 　 （不包含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

在不考虑产业转移的情况下， 将产业增长引起的环境效应的差异分解为产业规模、 结

构和污染强度差异。 同时， 假设全国各产业内技术不存在空间差异， 则污染强度及变化也

可考虑为不存在空间差异。 虽然各省份产出总量各不相同， 但产出的增大对环境污染的影

响方向是恒定的。 在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 产出增大， 则污染增大。 因此，
省份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是产业增长环境效应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并取决于各省份基期

的产业结构。 按照上文的分解方法进行计算， 以 ２００９ 年为例， 图 ４ 表示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各

省份因产业增长引发的环境效应 ΔＰ （０） ｔ，ｉ和结构因素所占的比例， 即 ΔＰ （０） ｓ ／ ΔＰ （０） 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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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主要污染行业的污染产生强度 （ＳＯ２）
　 　 （不包含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

图 ４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产业增长引发的环境效应和结构分量系数

环境效应的大小与各省份经济总量密切相关。 江苏、 浙江、 山东和广东的经济总量位

居全国前列， 四个省份因产业增长每年新增产生 ５􀆰 ５ 万吨 ＳＯ２。 此外， 河南、 河北、 辽宁

等省份因产业增长也新增产生大量 ＳＯ２， 这主要与上述省份的产业结构有关。 上述省份不

仅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 同时产业结构中污染型行业的比重也相对较大。 然而， 各省份产

业结构变化对其污染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 结构分量系数 ΔＰ （０） ｓ ／ ΔＰ （０） ｔ，ｉ小于 ０， 说

明在总体增长的过程中， 产业结构有利于环境改善； 大于 ０ 则说明在总体增长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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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不利于环境改善。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大多数省份结构系数为负， 仅有天津、 山西、
黑龙江等少数省市的系数为正， 说明其产业结构中污染强度高的行业比重较大， 且这些污

染行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
（三） 随产业转移发生的污染转移

为了分析研究期间污染转移总量情况， 本文计算􀰑ｔΔＰ （ ｉｎｄｆｉｘ， ｉｍ） ｔ，ｉ 和􀰑ｔΔＰ
（ ｉｎｄｆｉｘ， ｅｍ） ｔ，ｉ， 得到历年污染转入总量和污染转出总量。 由于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行业污染产生量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行业内部污染产生强度差异巨大， 较难满足严苛的假

设， 因此， 为防止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权重过高带来分析结果的偏差， 本文的总

转移不包括电力行业转移对各地区污染产生量的影响。 各地区污染转移数据采用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行业的加总。

图 ５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产生量转移

据图 ５ 可知， 研究期间上海、 浙江、 山西、 山东、 广东和北京等省市的污染产生量

转出最多， 大多为经济体量巨大、 产业结构调整明显的省市。 山西省污染转出量较多，
主要是因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采掘业所占份额不断下降。 山东、 江西、 河南、 江

苏、 内蒙古和广东等省区污染转入量较多。 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重

工业为主， 而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 山东省作为产业转入的重要省份， 其转入的

产业主要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纺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等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主。 江西、 河南主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其中

非金属矿物制品、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污染排放大的产业转入比重较大。 就全国

来看， 北京、 上海、 浙江等省市污染转出量远远高于转入量， 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产业结

构调整方向。
将污染转出量减去转入量， 得到研究期间污染净转移量。 由图 ６ 可以看出， 污染转移

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 处于第一梯度的浙江、 广东、 福建、 天津和北京等省市净转出量大

于净转入量， 表现为污染的净转出； 第二梯度的广西、 湖南、 四川、 重庆、 江西、 河南、
辽宁等省市表现为污染的净转入； 第三梯度的贵州、 云南、 宁夏、 甘肃、 青海等省区表现

为污染的净转出， 相对于第二梯度省市， 第三梯度的产业转移规模较小， 污染转入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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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污染净转移量分布图 （单位： 千吨）

较小。
由于各行业污染强度存在差异， 因此， 下文分别选取造纸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等典型行业

进行分析， 分别计算其在研究期间的污染转移情况。
（四） 各行业随产业转移的污染

造纸业是污染型轻工业的代表， 污染主要从浙江、 上海、 广东和黑龙江等省市转出，
向河南、 湖南、 四川等中西部大省和辽宁等地转入。 污染转移也体现了各省份产业结构调

整的方向， 例如，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的趋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珠江三角洲地

区的 “三来一补” 政策， 吸引了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入驻。 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

迅猛发展， 人们对工业污染危害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骤增， 政府也不断加大环保工作力

度， 通过 “腾笼换鸟” 等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将重度污染企业外迁或关闭。 在此背景下，
造纸业正是需要迁出的产业之一。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的污染转移轨迹类似， 污染

主要随着辽宁、 上海、 黑龙江的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以及广东、 北京、 天津的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的转出而转出。 山东是传统工业大省， 纺织、 机械、 化工、 冶金、 建

材是传统优势产业， 在全国经济转型、 发达省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承担了大量

污染产业的转入， 尤其是纺织、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非

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等高污染行业转入较多， 产业大量转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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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随造纸业转移的污染量

的污染。 海南省也有大量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污染的转入。 近年来， 海南省开始

着力发展石化产业， 一批重大石化项目已经建成投产， 尤其是东方工业区已形成海南第二

个油气化工产业园区， 石化工业份额不断增加。

图 ８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随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和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转移的污染量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 石灰和石膏的制造等， 是污染转移量较大的行业， 外资

比重较低， 污染强度大， 技术水平差距小， 因此， 针对非金属制品业的分析也更贴近实

际。 研究期间， 非金属制品业的主要转出省市有广东、 上海、 江苏和浙江等， 转入省份主

要是河南、 辽宁等， 该工业空间格局的调整也体现了全国工业调整的主要方向。 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的污染转移趋势和非金属制品不同， 污染主要从上海、 北京和山西等传统钢铁

生产省市转出， 转向河北、 天津和江苏等沿海省市。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尤其是钢铁产业

的布局受原材料进口以及市场等因素影响较大 （陆大道， １９９０； 徐康宁、 韩剑，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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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钢铁企业主要从上海、 北京等城市转出， 向江苏、 河北等具有良好港口交通条件的

省份转入， 体现了行业特性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见图 ９。

图 ９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各省份随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转移的污染量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全国两位数工业的污染数据和各省份两位数工业总产值，
研究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产生量及其空间和行业差异。 在排除区域产业增长带来的环境污

染后， 计算各省份产业转移以及相伴随的污染转移。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 中国各省份正在经历较为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特征

明显， 产业主要从最发达地区向周边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 其次， 目前产业增长带来的环

境污染主要受产业规模的影响， 污染较多集中在沿海产业规模总量较大的发达地区。 各省

份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 再次， 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促使污染产生

量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分配。 与产业转移特征相同， 污染转移也具有空间梯度特征。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０９ 年， 上海、 浙江、 山东和山西等省市的污染转出量最多， 而山东、 江苏、 江西

和河南等省份的污染转入量最多。 最后， 不同产业污染转移的目的地不同， 造纸等较为轻

型的工业主要向内陆地区转移， 而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等工业则更多的是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
总的来说， 近年来， 中国产业空间格局进行了较为明显的调整， 而伴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 产业转移也带来了污染的重新分配。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伴随着产业转移带来的

工业污染开始扩散到生态脆弱的内陆地区。 以污染转移为目的的产业转移不仅降低了对当

地的经济贡献， 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结合当地实际，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转入地政府应提高环保意识， 加大环境管理力度， 促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 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以及使省份间产业转移成为 “污染避难所” 的新途径。
另外， 从长远来看， 各地区应该建立合理的污染企业退出、 转型机制， 政府应通过产业升

级促使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发展， 以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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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产业格局变化来研究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效应， 但环境效应不仅仅是一种或者

几种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的结果， 还包括土地污染、 植被破坏、 资源滥采、 气候

变化等。 在当今的制度安排和时代背景下， 工业污染排放引发的环境效应仍是环境问题的

重要内容， 也将持续的成为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 对这一议题的理解也有

利于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认识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问题。 受制于数据可获得性， 本文对产业

的划分较为粗略， 忽略了两位数行业内部各行业的差异， 需要今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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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年会 （ＲＳＡＣ􀆳 ２０１４）：
“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核心———创新、 集聚与区域发展”

主题研讨会将在武汉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科学理论、 方法与实践发展， 促进全国区域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者

的交流，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和武汉传媒集团 《支点》 杂志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１９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召开 ２０１４ 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学术年会———ＲＳＡＣ􀆳 ２０１４。 会

议以 “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核心———创新、 集聚与区域发展” 为主题， 以区域发展创

新中的理论与实践等相关内容为重点， 分 １０ 个分论坛进行研讨。 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区

域科学、 城市科学、 经济科学、 管理科学、 政策科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以及从事城

市与区域管理工作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领导， 共同探讨新时期国家创新、 集聚与区域发展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力图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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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灿飞等： 中国产业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